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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轨道就是建城市 
——深圳轨道交通 30 年治理逻辑与经验反思 

赵鹏林1，张  纯2 ，武  飞3 
（1.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北京 100068；2.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北京 100044； 

3. 澳门城市大学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澳门 999078） 

摘  要: 在城市轨道交通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土地与物业开发收益不确定性增强和长期运营压力上升的背

景下，“建轨道就是建城市”成为从轨道建设集中期到运营期转型的城市治理命题。本文以深圳轨道交通 30 年发

展实践为线索，基于第一手资料质性访谈与案例分析方法，探讨轨道交通如何嵌入城市空间组织与治理过程，并

转化为城市建设能力。基于深圳不同时期典型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梳理轨道交通在公益定位、线

网组织、站点功能与协同实施中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建轨道就是建城市”模式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轨

道交通的城市价值并非直接来源于线路规模或沿线开发收益，而是通过可达性提升、空间结构重组与多部门协同

逐步实现的；这一模式运行的关键在于公共投入形成的空间增值回流与利益共享机制，而非单纯的市场化开发行

为。面向存量发展阶段，轨道交通继续“建城市”的重点应从规模扩张和开发收益导向，转向稳定运营期既有网

络效率提升、站城空间城市更新与公共服务再强化。 

关键词: 轨道交通；公交导向城市发展；城市治理；公共价值；存量转型；深圳 

中图分类号: U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73(2026)04-0001-08 

Building the City through Rail Transit: Governance Logic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30 Years of Shenzhen Rail Transi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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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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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rban rail transit shifting from large-scale expans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of existing 

assets, increasing uncertainty in land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revenues, and rising long-term operational pressures, the notion 
that “building rail transit is building the city” has become an urban governance proposi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intensive 

rail construction to long-term oper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30-year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rail transit as a case study and 
adopts qualitative interviews based on first-hand materials and case analysis to examine how rail transit is embedded in urban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es, thereby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 form of city-building capacity. Based o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ifferent stages of rail transit development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Shenzhen,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rail transit in terms of public-interest position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station-area functions, and 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building rail transit 

is building the city” mode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urban value of rail transit is not directly derived from network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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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property-led development along rail corridors, but is progressively realized through improved accessibility,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the key to the operation of this model lies in the recirculation of spatial value generated 

by public investment and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s, rather than in simple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the context 
of existing-asset-oriented development, the continued role of rail transit in “building the city” should shift from scale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revenue orientation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xisting networks during the stable operation phase, station-area 
renewal,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Keywords: rail transit;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urban governance; public value; existing-ass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Shenzhen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经过较长时期快速建设，正由

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和结构优化阶段。过去，

轨道交通常与新增线路、土地开发、物业收益和站城

综合开发相结合，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发挥了支撑新区

建设、强化组团联系和优化空间结构的作用[1-2]。随着

建设节奏放缓、土地增量收缩、房地产和物业开发逻

辑调整，依靠新增线路和沿线开发支撑城市扩展的路

径开始显现边界。与此同时，既有线网运营维护、财

政补贴、公共服务保障等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凸显，轨

道交通与城市发展关系逐渐从“建设-开发”问题，转

向公共服务供给、市场收益回馈、长期运营治理与可

持续更新议题。轨道交通具有公益基础设施属性，既

承担出行、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等职能，也面对建设

资金、运营补贴和长期维护等现实约束。增量开发条

件弱化以后，轨道交通如何继续转化为城市建设能力，

成为存量时代超大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

的问题。 

深圳是经济特区、口岸城市、规划生成型城市和

高流动人口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成长过程高度

同步。自 1996 年深圳城市总体规划首次提出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方案以来，深圳轨道交通经历了近 30 年的持

续演进，该规划明确由 6 条线路组成、总长约 270 km

的远期轨道交通网络体系，标志着深圳轨道交通从规

划层面正式进入城市空间结构设计框架。在此基础上，

轨道交通逐步从规划构想走向实施，并在不同发展阶

段中不断强化其空间组织能力[3]。从深港口岸衔接、

核心区疏解，到特区内外一体化、组团拓展、多中心

运行和大湾区协同，轨道交通不断进入城市战略实施、

空间结构组织、片区功能生成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形

成了具有深圳特色的“建轨道就是建城市”实践。所

谓建轨道就是建城市，是指轨道交通通过嵌入城市空

间组织与公共服务体系，并与城市开发过程相互作用，

从而参与城市结构塑造与治理能力生成的过程性机

制。需要指出的是，“建轨道就是建城市”并非指轨道

建设能够自动带来城市发展，也不等同于线路增长、站

城开发或物业收益增长，而是强调轨道交通通过与城

市发展过程的深度结合，实现由交通设施向城市建设

能力的转化。 

深圳“建轨道就是建城市”的发展实践，为分析

轨道交通城市建设效能转化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因

此，本文以深圳轨道交通 30 年实践为线索，围绕“建

轨道何以建城市”展开论述：①“建轨道就是建城市”

为何需要重新讨论；②轨道交通如何转化为城市建设

能力；③以案例透镜，反思“轨道+物业”模式的公

共价值回流与边界控制；④进入存量时代后，轨道交

通如何继续“建城市”。基于以上讨论，旨在为理解超

大城市轨道交通如何在存量时代持续支撑城市空间优

化、公共服务改善和公共价值再生产，提供经验解释

与治理启示。 

1  为何需要重新讨论“建轨道与建城市” 

“建轨道就是建城市”的实践，曾建立在轨道建设、

土地开发和空间扩张的正向循环之上。进入存量提质

阶段后，这一循环受到增量空间、开发收益和长期运

维责任的共同约束。 

1.1  轨道交通增量扩张路径的边界显现 

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轨道交通建设通常与空间

扩张、土地开发和功能集聚相互耦合。新增线路通过

改善外围地区可达性，提升沿线土地和站点地区的发

展条件；重要站点和枢纽通过集聚商业、办公、居住

和公共服务功能，推动新区建设和片区能级提升[4]。

这一阶段，“建轨道”与“拓空间、做开发、聚功能”

之间存在较强联动关系，轨道交通作为支撑城市外延

扩张与组团成长的重要基础设施发挥作用。深圳轨道

线路从口岸和核心区逐步向外围组团延伸，在轨道建

设与城市扩容之间形成相互支撑关系[5]，改善片区可

达性的同时，为土地利用、公共设施配置和产业空间

组织提供了稳定预期。 

随着城市发展阶段变化，“轨道+开发”路径的边

界开始显现。土地资源约束使大规模新增片区开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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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减弱；房地产和物业开发逻辑变化，使依靠土地增

值和站城开发反哺轨道建设的收益预期更加不确定；

与此同时，轨道网络逐步成型后，城市发展问题也从

“线路是否覆盖”转向“既有网络是否高效、换乘是否

顺畅、站城空间是否优质、公共服务是否可达”[6]。在

此背景下，“建线—拓城—开发”的传统联动路径开始

暴露其适用边界，构成对轨道交通与城市协同关系的

新问题域。 

1.2  公益属性下轨道交通财务可持续压力 

扩张路径边界显现之后，轨道交通自身的公益属

性进一步凸显。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大、资产专用

性强、运营周期长，成本贯穿建设、债务偿还、运营

维护、设施更新和安全保障全过程[7]。同时，票价受

到公共政策和居民可负担能力约束，难以完全按照成

本回收逻辑定价，在收入端和支出端之间存在结构性

缺口。 

这一缺口使轨道交通处在财务可持续与公共服务

责任之间的张力中。一方面，轨道需要资本金投入、

融资安排、财政补贴和长期运营补偿，以维持建设和

运营体系的连续性[8]；另一方面，它又承担基本出行

保障、特殊群体优惠、公共服务可达和交通公平等职

能。票价保持可负担水平有利于公共性，却压缩经营

收入；过度强调经营回报，又可能削弱公共交通属性。 

1.3  市场化开发中收益回馈机制不清 

在公益属性和长期财务压力并存的条件下，市场

化开发是轨道交通获取补充性资源的重要方式。轨道

交通改善可达性，提升站点区位条件，并推动沿线土

地、物业和商业空间价值增长[9]。车辆段上盖开发、

站点周边综合开发与地下空间利用等形式进一步强化

了这一过程[10]。然而，这一过程中存在一个基础性问

题，即空间价值的生成机制与收益归属机制之间并不

完全一致。公共资本投入、规划赋权、基础设施供给

与客流组织共同塑造了空间增值，但其在实践中往往

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实现与分配。 

因此，在轨道交通市场化开发过程中，收益来源

的构成关系与权属边界并不清晰。空间增值在“公共

投入-市场实现”的转换过程中，可能被不同市场主体

分割吸收[11]，但其公共属性在制度层面缺乏有效识别

与界定机制。在此背景下，市场化开发收益在制度层

面呈现出识别困难、核算不清及回流路径不稳定等问

题，使得公共投入形成的空间增值与最终公共再投入

之间存在结构性断裂风险。 

2  轨道交通如何转化为城市建设能力 
轨道交通能否转化为城市建设能力，取决于轨道

交通是否超越单一运输供给，进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空间组织、功能配置和治理实施过程。对于深圳而言，

“建轨道就是建城市”的形成，并非来自线路规模扩张

本身，而是在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交通工程、公共

投资、土地空间、公共服务和政府统筹被逐步组织到

同一城市建设过程之中。 

2.1  从交通设施到公共服务节点：公益属性的空

间化 

公益属性在深圳轨道实践中，首先体现为资源组

织方式的公共化。轨道建设没有按照单个经营性项目

进行资金平衡，而是纳入政府公共投资、国有企业融

资、财政补贴和政策性资源配置共同支撑的基础设施

体系。轨道建设的决策逻辑，也不只取决于线路自身

收益，而与城市战略、公共交通供给、片区发展和长

期运营责任相联系。 

这种公益属性进一步影响了轨道站点与设施的功

能构成。以 1 号线为例(见图 1)，其在建设之初即将公

共卫生间、地下市政过街通道以及周边物业地下连通

等纳入轨道系统，使车站不仅承担交通功能，也成为

公共服务与城市生活界面的重要节点。在这一过程中，

围绕车站功能定位曾出现不同认知取向，“规划派”与

“铁路派”就公共卫生间设置、公交接驳承担程度及过

街功能范围等问题展开讨论，反映出轨道站点究竟是

单一交通设施，还是复合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的认识

分歧，这是深圳关于轨道与城市关系的最早认知。 

 

图 1  深圳轨道交通一期工程线路 

Figure 1  Lines of the Shenzhen Metro Phase I Project 

随着实践推进，车辆段上盖开发、保障性住房、公

共空间与公园设施等逐步进入轨道用地体系，使轨道

设施在满足基本运营功能之外，进一步承载居住组织、

公共活动与片区综合服务功能，从而推动站点从交通

节点向城市公共空间单元转变。 

2.2  从口岸核心作用区到外围组团：线网布局对

城市结构的组织 

深圳是规划生成特征较强的城市，城市空间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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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托历史中心自然扩展，而是在总体规划、专项

规划、重点片区建设和重大基础设施实施之间不断校

准形成。轨道交通不仅为既有空间提供交通配套，还

把规划中的中心体系、组团关系、发展轴带和重点片

区转化为可进入、可建设、可运营的现实空间结构[12]。

从支撑口岸和核心区，到连接外围组团，再到组织多

中心网络、战略片区和存量更新，轨道线路开通、站

点设置和枢纽投用不断为片区开发、公共设施配置和

城市更新提供空间预期。 

从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一期到五期，深圳轨道交通

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基本同步。一期工程首先服务罗

湖、福田、世界之窗等口岸和核心节点，承担口岸衔

接、中心区疏解和城市公共交通骨架建立功能；二期

建设随着特区内外一体化推进，向宝安、龙岗、龙华、

南山等外围组团延伸，使外围地区逐步纳入稳定通勤

网络；三期建设进一步推动线网成形，既加密福田、

南山、罗湖等高密度地区，也通过机场、前海、深圳

北站、光明等节点强化多中心联系[13]；四期及四期调

整则更多服务战略片区和市域快线组织，支撑西部宝

安、深圳湾—科技园—光明走廊、东部坪山以及光明

科学城等重点空间；进入五期建设阶段后，轨道交通

的重点进一步转向线网加密、短板补足、站城更新和

都市圈协同。 

2.3  从世界之窗到罗湖枢纽：站点综合接驳与城

市界面补全 

站点尺度是“建轨道”转向“建城市”的关键界

面。轨道交通要转化为城市建设能力，不能只依靠线

路连通，还需在站点周边把地铁、公交、步行、地下

空间、公共服务和商业活动组织到同一城市界面[14]。深

圳“建轨道就是建城市”的重要特征，就是较早把轨

道车站视为城市服务节点，而不是单一客流进出设施。

如世界之窗站和罗湖枢纽站，站点建设的建城意义不

在于多设置一个出入口，而在于通过空间整合补全城

市界面。前者强调片区内部的公交接驳和步行连通，后

者强调口岸门户地区的多交通方式和城市功能复合。 

世界之窗地铁公交接驳枢纽体现了站点对片区接

驳界面的补全(见图 2)。世界之窗站为国内首个建于地

下、不出地面即可实现地铁与地面公交无缝接驳的换

乘枢纽，地铁站内部巧妙利用配线上部空腔，设置多

条始发公交线路，不仅增加了公交场站容量，还在华

侨城、白石洲、科技园、西丽、南山西部等方向之间

形成地铁—公交—步行的复合换乘界面，缓解地面接

驳不足、换乘绕行和片区公交组织分散等问题。 

 

图 2  世界之窗站厅层与公交场站接驳 

Figure 2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course level of Window 
of the World Station and the bus terminal 

罗湖枢纽则体现了站点对城市门户界面的整合。

罗湖地区并不是单一地铁站点，而是叠合了深圳站、

罗湖口岸、地铁罗湖站、公交和出租车场站、罗湖商

业城以及城市步行系统的高强度复合空间(见图 3)。罗

湖火车站地区通过站前广场、下沉空间、地下人行交

通层和地铁交通层，将铁路车站、口岸、公交、出租

车和商业空间联系起来；其中地下人行交通层承担了

沟通铁路、口岸、公交、出租车和商业城等人流的核心

功能。罗湖站的作用不只是服务地铁客流，而是把深

港联系、国铁换乘、核心区疏解和商业活动组织到同

一城市门户空间中。 

 

图 3  2004 年罗湖口岸枢纽 

Figure 3  Layout of Luohu Port hub in 2004 

2.4  从深圳北站到前海：枢纽建设中的多部门协同 

轨道交通转化为城市建设能力，最终要进入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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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系统。除线路、车站和车辆段之外，轨道建设

还涉及用地供应、资金安排、道路交通、管线迁改、

地下空间、人防消防、公交接驳、国铁航空衔接和站

点周边开发等事项。若缺乏统一协调，项目容易停留

在交通工程层面。深圳较早形成市级统筹机制，设立

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把规划选线、用地保障、审批

协调、周边衔接和公共设施配置纳入同一实施过程。 

深圳北站综合交通枢纽体现了门户型枢纽的综合

组织能力。它不是单一铁路站房或地铁车站，而是把

国铁、城市轨道、公交、出租、社会车辆、步行系统

和周边城市开发共同组织起来，形成城市门户地区的

复合交通与空间平台。福田综合交通枢纽则体现了高

密度中心区地下空间的协同，在有限用地条件下叠合

高铁、地铁、地下通道、商业空间、办公楼宇和公共

活动空间，把轨道换乘与中心区城市界面连接起来。

前海综合交通枢纽进一步体现了新城片区中轨道、城

际、地下空间和站城开发的协同[15]，通过综合交通枢

纽、地下空间、上盖物业、商业办公和公共空间的整

体组织，支撑前海城市功能生成。 

进一步地，枢纽建设难点不只是工程复杂，还包

括不同投资主体、建设时序和投入强度之间的错位。

深圳经验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强力统筹，把不同主体、

不同时期、不同强度的投资行为组织到同一实施框架

中，避免接口滞后、换乘割裂和空间碎片化。因此，

枢纽建设中的“建轨道就是建城市”，并不是把轨道工

程扩大为若干附属项目，而是通过轨道项目把多交通

方式、多部门职责、多层空间和多类城市功能组织到

同一治理过程之中。这体现的不只是轨道建设能力，更

是城市政府组织复杂城市系统的治理能力。 

3  深圳经验不能简单复制“轨道+物业” 

香港港铁、日本私铁与深圳“轨道+物业”并不

能简单类比。香港“铁路加物业”模式不仅依赖市场

化经营，也与政府土地制度和物业发展权配置机制密

切相关，物业开发收益是政府制度安排与港铁自身经

营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私铁则是在私有化和成

熟商业市场中，通过铁路、商业、地产和沿线生活服

务形成复合经营，实现交通与城市服务的一体化运行。 

相比之下，深圳轨道交通首先承担公共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功能。资本进入物业、地产或相关经营领

域后，常被等同为站城综合开发或房地产联动，强调

物业开发规模、土地收益或企业经营能力，将可达性

增值等同于一般市场收益，遮蔽其背后的公共投入、

公共服务责任，使站城开发偏向项目收益平衡，而非

公共价值再生产。 

因此，“轨道+物业”模式的关键不在于轨道企业

是否参与物业经营，而在于更可持续的土地价值捕获

及益处分享机制。即资本进入后，收益能否明确回流

公共服务，政府能否对其行为有效监督，并形成可持

续的收益分配(见图 4)。这一制度核心体现为 3 个方面：

全周期财务结构校准，用于平衡建设投入、运营补偿

和设施更新责任；商业开发边界校准，用于保障交通组

织、公共通行和站城空间品质优先；商业开发收益回

馈校准，用于将空间增值重新导入轨道建设、运营维

护、公共设施完善和站城品质提升。 

 

图 4  “轨道+物业”的公共收益回馈与边界控制 

Figure 4  Public benefit recirculation and boundary control  

in the “rail+property” model 

3.1  全周期财务平衡的投融资校准 

轨道交通投融资不能仅停留在建设期资金筹措层

面，而应纳入建设期、运营期与更新期构成的全周期

财务结构中进行统筹。轨道项目在建设阶段形成集中

资本投入与债务安排，在运营阶段承担持续的运营补

贴与设施维护支出，在更新阶段则面临系统改造与设

备更新等长期投入需求[16]。因此决定，轨道交通的资

金约束并非单一时期的融资问题，而是贯穿全生命周

期的持续性结构矛盾。这一结构矛盾的本质在于，公

共基础设施长期资本沉淀与低现金流回收之间的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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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使轨道交通必须在公共服务目标与财务可持续性

之间进行持续调节。 

因此，轨道交通投融资校准的核心，并不在于是

否引入市场化补充资金，而在于如何在公共服务目标、

财政承载能力与运营可持续性之间建立跨周期动态平

衡机制。在这一机制框架下，政府资本金、国有资本

投入与财政补贴共同构成轨道交通稳定运行的制度基

础，用于支撑建设投入、运营补偿与设施更新之间的

长期平衡关系。站城综合开发(如前海等项目)在此体

系中仅作为补充性资金来源，其作用在于增强系统财

务弹性，但不改变轨道交通的公共服务属性，也不构

成对财政责任的替代。 

3.2  公共优先导向下的商业边界校准 

“轨道+物业”与站城综合开发在实践中确实能够

为轨道建设、运营维护以及站城空间品质提升提供必

要的补充性资源。但市场化开发一旦脱离轨道交通主

业，转向高风险资本运作，就可能使开发行为由补充

机制转化为扩张性资本行为，从而改变轨道系统的功

能重心，并使其在资本逐利驱使下逐渐失控。深圳经

验反思在于防止市场逐利侵蚀公共利益，在市场机制

与公共属性之间建立稳定约束，使市场开发始终嵌入

轨道交通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中。 

在这一机制下，商业开发的功能边界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其一，以客流组织效率为基础，服务站点

与线路的可达性优化；其二，以站城空间连续性为约

束，保障交通换乘与公共空间的完整性；其三，以公

共服务优先为原则，避免商业开发对基本交通功能产

生挤压。这种边界尤其体现在综合交通枢纽与站城开

发中，枢纽地下空间与上盖开发具有一定商业价值[17]，

但其空间组织逻辑必须优先服务于交通换乘效率、公

共空间连续性及无障碍系统完整性，保障轨道系统作

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整体可达性与运行效率。这种

审慎商业机制为轨道交通构建公共资本与市场资本之

间的风险隔离提供条件。 

3.3  面向物业开发投资的收益回馈校准 

轨道企业通过土地经营获取一般性商业收益固然

重要，但建立对相关收益的制度化识别、回收与再投

入机制更具价值。轨道建设提升可达性、集聚客流、改

善站城空间条件，由此带来土地增值、物业收益和商

业运营价值。这类收益的形成并非单一市场行为结

果，而是来源于公共资本投入、规划赋权、基础设

施供给和客流组织的共同作用，因此不能完全按照一

般市场开发收益处理。 

在此基础上，收益回馈校准的关键除扩大轨道企

业的开发范围外，还将空间增值从“自然形成的市场

收益”重新界定为“可识别的公共性收益”，并判断其

是否能够进入公共再投入体系。其核心问题是：哪

些收益源于轨道可达性提升，哪些来源于公共资源投

入，哪些属于市场溢出效应，必须在制度层面加以区

分与核算。 

因此，需要构建贯通空间增值全过程的制度链条，

即通过价值识别、收益核算、用途限定与绩效评价，将

不同来源的收益进行结构化分离与再分配[18]。在这一

机制中，分账核算用于避免收益混同，用途限定用于

约束资金流向，绩效评价用于确保公共投入最终回归

轨道建设、既有线运营维护、站城空间品质提升及公

共服务改善。最终将“轨道+物业”从开发性工具转化

为公共价值组织机制，使轨道交通形成“公共投入—

空间增值—制度回流—公共服务改善”的稳定循环结

构(见表 1)。 

表 1  “轨道+物业”公共价值链偏离与制度校准矩阵 

Table 1  Public value chain devi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alibration matrix for “rail+property” development 

价值链环节 风险偏离 公共性判准 校准机制 

①公共投入 项目经营化
是否服务基本出行

与城市战略 

全周期财务 

框架 

②空间增值
价值局部

吸收 

是否源于公共投资

与规划赋权 

增值识别与 

核算 

③开发载体 主业偏离
是否服务轨道主业

与站城品质 
开发边界控制

④收益形成 收益混同
是否可追踪、可核

算、可回流 

分账核算与 

用途限定 

⑤公共回馈 再投入不足
是否用于建设、运

营、更新和公共服务 
绩效评价机制

⑥风险控制
风险反向

传导 

是否守住公共资本

安全 
风险隔离机制

 

4  存量时代如何继续运营城市 

4.1  从补线路到修网络：既有线网运行效能提升 

轨道网络基本成型后，继续依靠线路规模增长解

决交通与空间问题，其边际效应将逐步下降。进入存

量发展阶段，轨道交通建设重点不应停留在“增加线

路供给”，而应转向“提升网络效能”。政府角色也需

从建设推动者转向运营治理者，把更多精力放到既有

线路更新、运营维护、换乘改善和公共服务保障上。 

网络效能的提升并不等同于单条线路运能的提

高。若缺乏换乘节点、枢纽组织和地面交通接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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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运能提升难以转化为全网效率。对于高强度通勤

走廊、客流集聚节点和外围组团联系薄弱方向，需通

过局部补线、线路衔接优化、换乘通道改善、公交慢

行接驳完善和站点周边空间整合，提高不同线路、片

区和交通方式之间的协同效率。岗厦北、黄木岗、车

公庙、大运等枢纽的建设和改造，说明深圳轨道交通

的重点正在从增加线路供给，转向优化换乘组织、强

化节点转换和提升跨区通勤效率。 

进一步地，既有线网提质不仅是交通系统内部的

效率问题，也关系到存量城区的空间修补。既有轨道

站点周边往往已经形成一定开发强度和客流基础，但

也可能存在换乘不便、接驳不足、步行环境割裂和公

共服务设施不足等问题。因此，既有线网提质也应与

城市更新、地下空间整合、公交场站优化、慢行系统

完善和公共服务补充同步推进，使站点从客流集散节

点进一步转化为城区更新和公共服务改善的触媒。 

4.2  从建设完成到服务兑现：运营服务与公共价

值提升 

存量时代轨道交通的公共价值更多体现于运营服

务过程。线路建成只是公共服务供给的起点，运营稳

定性、票价可负担性、服务连续性、设施维护和特殊

群体保障，直接影响轨道交通能否持续支撑城市生活。

超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强，跨区就业、长距离通勤、休

闲消费、公共服务获取等出行目的日益多元，单一高

峰通勤组织方式难以完全适应复杂出行结构。 

因此，轨道交通需从“开通运营”进一步转向“精

细运营”。在高强度通勤走廊、外围组团联系和复合出

行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运能配置、发车间隔、换

乘组织、快慢结合、越站运行、接驳服务和信息服务，

都需根据客流时空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对市民而言，

“建轨道”是否真正在“建城市”，并不只取决于是否

有新线开通，也取决于日常使用中是否安全、连续、舒

适、可达和高效。同时，运营服务也是轨道交通公共

性的直接兑现。老年人免费乘坐、特殊群体优惠、无障

碍设施、公交接驳、步行连通和车站服务品质，关系到

轨道交通作为准公益基础设施的公平性和可达性。 

在此基础上，票价和补贴机制也需要重新校准。

票价不能只作为低价福利工具，也应在保障基本通勤、

特殊群体权益和公共服务公平的前提下，适度发挥需

求动态调节和基本运营成本分担功能。政府补贴也不

应简单弥补企业亏损，而应转向精细化公共服务购买，

明确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和补贴方法，使财政投入真

正对应公共服务目标、运营效率和人民满意度。 

4.3  从新增开发到站城修补：存量更新与公共价

值再投资 

存量时代“轨道+物业”和站城开发，应从增量

开发工具转向公共价值再投资机制。市场化收益的使

用重点，应从支持大规模新建项目，逐步转向既有站

点更新、运营维护补贴、公共设施补足和站城空间品

质提升[19]。站城存量更新的核心，不是继续提高开发

强度，而是修复既有轨道站点与城市生活之间的断点。 

许多已建成车站和枢纽在使用中会暴露出换乘距

离长、公交接驳弱、步行环境不连续、地下空间割裂

和无障碍设施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未必依靠新建线

路解决，更需通过既有站点周边精细化更新，将轨道

可达性进一步转化为城市服务能力。因此，轨道交通

带来的空间增值和经营收益，应更多导入换乘通道改

善、公交场站优化、慢行系统完善、地下连通修补、

公共空间更新、无障碍设施提升和站点周边公共服务

补充之中。 

进一步地，仅依靠既有物业经营收益，未必能够

完全支撑长期运营、既有线更新和非盈利线路补贴。

对于客流强度高、现金流较稳定、具备经营收益基础

的线路或资产单元，可研究上市、资产证券化等资本

市场化路径。但其目的不应把优质轨道资产简单商业

化，而是在公共利益底线下形成新的资金来源，并通

过制度安排将收益回馈轨道运营、既有线更新和非盈

利线路补贴。资本进入不能改变轨道交通的公共服务

属性，也不能使资本收益目标凌驾于票价公平、基本

出行保障和线网整体效率之上。 

5  结论 

本文围绕“建轨道就是建城市”这一问题，对深

圳轨道交通 30 年实践进行重新阐释。研究认为，“建

轨道就是建城市”并非轨道建设与城市开发之间的简

单因果关系，也不是轨道线路增长、站城开发或物业

收益规模的直接结果。其成立条件在于，轨道交通能

否在准公益基础设施定位下，持续进入城市空间组织、

公共服务供给、市场资源调节和政府治理过程，并由

此转化为城市建设能力。 

1) 轨道交通转化为城市建设能力，依赖于公益属

性、规划落地、功能整合和协同治理的共同作用。公

益属性使轨道交通进入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体系，规

划落地使线路、站点和枢纽参与城市空间结构塑造，

功能整合使车站和车辆段转化为公共服务界面，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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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则使轨道项目成为多部门、多专业和多目标整合

的实施平台。 

2) 深圳经验关键不在“轨道+物业”本身，而在

制度校准。“轨道+物业”并不意味轨道企业成为开发

商或土地经营主体，其公共正当性来自公共投资外溢

价值能否被识别、回收并重新投入公共系统。轨道交

通可借助市场机制组织资源，但必须通过全周期财务

平衡、公共收益回馈和商业边界约束，使土地、物业

和商业收益服务于轨道建设、运营维护、站城空间品

质和公共服务改善。 

3) 进入存量时代后，“建城市”的重点需从新增

空间生产转向既有系统提质。土地增量收缩、开发收

益波动和运营维护压力上升，要求轨道交通从线网扩

张转向既有线网效能再组织，从工程建设转向运营服

务与公共价值提升，从新增开发转向站城存量更新和

公共价值再投资。未来轨道交通是否仍能支撑城市高

质量发展，关键不在于继续增加多少线路和物业开发，

而在于能否持续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公共服务可达性

和居民日常使用体验。 

深圳经验并不意味着所有城市都应以同样方式大

规模建设轨道交通。对于雄安新区、都市圈外围地区

及部分城市而言，轨道交通应更早纳入城市空间、公

共服务、地下空间和站城开发的统筹过程；同时，轨

道交通能否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人口与岗位密度、客流

强度、财政承载能力、建设运营成本和生态环境约束。

若缺乏足够客流和长期财政支撑，简单套用深圳式高

强度建设或“轨道+物业”模式，可能形成高造价、低

利用和长期运营负担。特别是在都市圈尺度上，轨道

交通不应只作为新城开发工具，而应放在区域资源配

置、都市圈尺度职住平衡和公共服务均衡中重新判断

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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